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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貪污行為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現象，其衍生的問題及對社會及國家的危害難以估算。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貪污議題愈來愈受世人關注，各國莫不致力於這方面的防治，為此政府設立「廉政署」專責管理，即令如此，政治貪腐議題的研究仍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究其原因不外乎政治學對貪腐行為的研究多數仍關注於宏觀的制度與結構分析，另一方面則由於微觀途徑也僅著重於個體背景與道德心理特質的分析，甚少從貪腐者心理歷程的面向深入理解，形成貪腐研究上的缺口。為此，本研究主要藉由「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的理論視角，針對違犯貪污判決確定之受刑人，進行道德心理歷程的深度訪談。經由本研究訪談發現，貪污犯刑者初期會出現道德認知失調的狀況，但為緩和失調導致的心理壓力，貪污者會設法調適內心想法，以減輕貪污行為的壓力，而這種脫道德的權宜措施，久而久之轉變為個體對貪腐行為的合理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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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問題

貪污對於經濟民生發展及政治合法性的危害有著深遠的影響，深受各國重視。隨著台灣民主化發展，有愈來愈多人將政府的清廉表現做為政黨支持的重要考量。雖然，政府對貪污的防治工作與日俱增，但在清廉指數上卻未見明顯的改進，根據2007-2009年國際透明組織的調查，台灣「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仍位居全球180國家當中名列第34-39左右
。近期更籌設專責機構－廉政署，期望藉由獨立的廉政機制，以達防肅貪防弊之目標，提升民眾對清廉政治的信心。然而根據Huntington(1968)及Colazingari與Rose-Ackerman (1998)的研究發現，由於道德價值模糊及社會控制力的下降，往往導致貪腐情形死灰復燃，危害政治轉型過程中的民主發展。因此，貪腐問題的控制、防治及研究，對於正處於民主轉型期的台灣，更較其他成熟的民主及非民主國家具迫切性。
隨著全球化及民主化的浪潮有愈來愈多的學者投入貪腐研究，提供了多元的研究成果，並為貪污防治出謀劃策貢獻心力。傳統對貪腐問題的探討大致可分為宏觀(壞水桶)與微觀(爛蘋果)兩大途徑，宏觀途徑認為貪污主要受外在環境與政治體系影響，微觀途徑則認為貪污行為導因於個體因素，受制於傳統思考框架所限，以往的研究很少觸及貪污者的心理歷程，對於貪污者如何從守法的公務員或公民轉變為貪污的行為者，甚至將貪腐視為正常行為，這一部份仍缺乏相關的研究，形成理論上的缺口。其次，研究者初步回顧近年相關的文獻，發現貪腐歷程的研究已經開始出現理論性的推導，但仍缺乏實證性的研究(例:Moore, 2009; Zyglidopoulos & Fleming, 2009)，顯見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具有實務上的意義，對於相關理論補充亦有相當價值。
此外，以前的貪污研究往往將個體視為理性的經濟人，將貪污行為設定為風險、利益及機會的函數關係，忽略個體良知與社會道德規範對於貪污者的約束及引導。也就是說，以往的研究將貪污視為理性的行為選擇，忽略人性的道德選擇(Dwivedi, 1978)，那麼貪污者如何擺脫良知的束縛及社會規範的譴責？同時，在國內相關犯罪行為的研究也發現(胡佳吟, 2005; 黃啟賓, 2005; 蔡穎玲, 2008)，有相當高比例貪污犯罪者把違犯貪污行為的原因歸結為非個人責任，認為個體之所以從事貪腐行為由於不諳法令、同僚陷害、受人請託或經濟壓力所致，承認自己過錯者不到四成
。 如果連經過感化教育的受刑人都有如此高的認知，那麼錯不在己的心理是否普遍存在於貪污者的內心？而這樣的心態對貪污行為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引發本文探討貪污者心理歷程的興趣。據此，本研究企圖以認知失調為研究典範，訪談違反貪污罪經由法院判決確定，且正於監所服刑者，探討個體如何將貪腐行為經由心理機制合理化貪污行為。
貳、初步文獻探討

以下經由文獻回顧的方式，耙疏以往的研究概況，並企圖藉由認知失調的觀點深入探索貪污者的心理。

  (一)有關貪腐的研究

一般探討道德行為的成因大致區分為兩大途徑－「爛蘋果」與「壞水桶」(Ashkanasy, Windsor, & Trevino, 2006; Felps, Mitchell, & Byington, 2006; Kish-Gephart, Harrison, & Trevino, 2010)，持壞蘋果觀點的學者認為一個人的的道德與否，受制於行為人的道德本質(個人成因)。另一派則認為人類並不會天生為惡，不道德的行為主要受之於外在環境影響(環境成因)，這樣的分析架構也被運用到貪污成因的分析與歸類上(Burke, Tomlinson, & Cooper, 2010; Nielsen, 2003; Wesche, May, Peus, & Frey, 2010; Zyglidopoulos & Fleming, 2009)，以下就從這兩個面向進行說明。

1.爛蘋果(bad apple)途徑

持這樣觀點的學者基本上認為貪污主要導因於個體，因此在貪腐問題的探討上主要採用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其中以品格模式與理性模式最具代表性。品格模式認為個體行為雖受內在道德良知監控，但可能受品格(predisposition)或認知等因素影響，使得道德良知無法正常運作，失去對個體行為進行監控，導致貪腐行為的出現。例如個體在低度的道德發展(Rest, Narvaez, Thoma, & Bebeau, 2000; Weber & Wasieleski, 2001)、缺乏「正直」(integrity)的品格(Alliger & Dwight, 2000; Berry, Sackett, & Wiemann, 2007; Trevino, 1986)、對社會的「道德認同」(moral identity)感較低(Hart & Fegley, 1995)、「自我控制」(self-control)能力較差(Marcus, 2004; Marcus & Schuler, 2004)、缺乏「同情心」(empathy)等低劣品格影響下就會阻礙道德自律行為的運作，造成脫道德行為的出現(Eisenberg, 2000)，甚至有些學者將貪污行為視為精神疾病(Babiak & Hare, 2006)。根據Wheeler、Weisburd、Waring與Bode(1987)的研究認為，貪污行為通常出現在中年、男性、白領階級與無宗教信仰者的身上，由於他們在單位中較有權勢，導致違犯貪污行為較其他身份、背景者來得高。其次，品格模式當中還有另外一批學者從社會認知的觀點解釋腐貪行為，該派學者認為腐化之所以產生，在於無法正確的認知道德的本質(Butterfield, Trevin, & Weaver, 2000; Reynolds, 2006; Werhane, 1999)；常規執行時的系統性認知偏誤(Banaji, Bazerman, & Chugh, 2003; D. Moore, Tetlock, Tanlu, & Bazerman, 2006)、經由意識型態重構行為的合理性(Ashforth & Anand, 2003; Rabl & Kuehlmann, 2009)；或受之於「腳本基模」(script schemas, Gioia, 1992)缺乏道德意涵
，使得決策過程忽略道德層面的思考，導致貪腐行為的出現。

理性模式最早被運用於犯罪心理的研究(Piliavin, Gartner, Thornton, & Matsueda, 1986)，後來間接的引入貪污研究當中。該學派的學者普遍認為個體的貪污行為完全依照個人理性判斷的結果，當個體評估外在的各項客觀環境，發現貪污所得高於被發現或處份的風險，就會選擇貪污行為，反之則否。理性模式被運用於貪污研究當中，較為著名的有「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 Rose-Ackerman, 1978, 1999)、「尋租理論」(rent seeking, Krueger, 1974)與「損益分析」(rational cost/ benefit analysis, Eichenwald, 2000; Palmer, 2008)等。

理性模式與品格模式的差異在於，理性模式否定了個體良知的控制作用，完全從個體自利的角色分析貪污行為。理性選擇基本假設行政官員決策行為與一般人並沒有差別，當他們面臨若干可供選擇的公共決策，會從利己方面考量，而非選擇最有利於公眾利益的抉擇。因此，理性選擇完全不贊同公共政策學者的假設，認為公務員會扮演好「行政人」的道德角色。換言之，理性模式假設行政官員是自利動機的「經濟人」，而非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人」。顯見，品格模式並不否認良知對個體行為的約束，但理性模式則完全否定道德良知的存在，他們認為行為的道德與否完成無關於良知，而是理性選擇的結果，因此貪污行為之所以會出現完全是種理性選擇。也就是品格模式認為個體之所以出現貪污行為，完全是受限於個體的稟性等因素影響，導致個體脫離內在良知的監控，完全以自利的角度進行決策，而理性模式則接續品格模式這樣的研究論點，直接從非道德的理性選擇進行貪污行為分析。
爛蘋果途徑強調的是貪腐行為受到個人內在特質或心理素質影響，這些特質與心理因素阻礙了個體進行道德判斷。另外，理性模式設假行政官員具有與常人相似的自利傾向是促使貪污行為產生的重要原因，而品格模式雖然不否認良知對個人行為的約束力，但卻可能因為某些內外在的因素限制自律(道德)機制的正常運作，進而導致貪污行為的發生。然而，某些特殊的心理狀態雖然會導致自律的失控，那麼之間出現什麼樣的心理轉折，公務員如何從行政人轉變為經濟人，有必要加以釐清，彌補研究上的缺口。

2.壞水桶(bad barrels)途徑

貪腐問題除了受個人的內在特質的影響外，另一個影響則可能來自於外在環境。不同學者關注的類型有所不同，小至單位內的小團體、公司企業，大到政治體制及社會文化等，都是造成貪污腐化的主要來源。

目前從外在環境探討貪污行為主要有兩個途徑－「組織異化」(organizational alienation)與「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組織異化的觀點繼承了Marx (1974)的觀點，認為組織最終會被自身的本質所否定，Weber(2002)從「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角度具體說明組織異化的產生。他認為官僚體制是工業社會的必然產物，工具理性是現代社會強調效率的主要思維，雖然它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後來卻因工具效率而否定的價值理性，這種經由層級分工在實踐專業化的過程中，導致個體受制於組織分工，將工作轉向組織目標的達成，抹滅了個人良知(Hummel, 2007)，壓迫個體導向非道德性的決策思考，提供貪污行為合理的空間。
此外，組織社會學家Bauman (1995)與Giddens (1990)則從後現代的角度探討組織異化，認為傳統組織深受社會人際網絡影響，使個人行為鑲嵌在社會價值與結構之中。但現代的官僚組織卻割裂了人與原有社會間的關係，朝向原子化、功能化及機械化方向發展，使個體遠離行為結果。在工作的程序與內涵固定化及標準化之後，忽略行為本身的目的與正義性，進而產生個體的道德疏離(DiMaggio & Powell, 1983)。當個人隱身於組織背後，層級的專業分工與決策，使得個體的道德本性從組織決策過程當中被移除，這種經由個體創造組織，而組織卻反過來控制個體，造成理性人類的「物化」(reification)，經由後現代社會形成的多元角色所加諸的技術責任，很容易因為角色衝突而搖擺，導致道德分裂與社會責任破碎化，提供貪腐發展的溫床(Cable, 1988)。

新制度主義認為貪污產生於外在政治制度的影響，他們普遍發現政治體制控制力的強弱，對公務員貪污行為的影響。當政治體制提供明確的社會規範，使公務員有明確的行為方向，有助於防範公務員違法貪腐行為。研究認為在民主與極權的政治體制當中，貪腐行為較不容易發生，反而是半民主/威權國家貪腐的情形較為嚴重。過去在新制度主義的研究當中，又因關注的重心不同而所有區別(Kobayashi, 2006)，有從社會學或人類學的觀點切入，例如東亞儒家文化中的「關係」研究(guanxi, Luo, 2008; Schramm & Taube, 2003)與台灣的地方派系「恩庇侍從」(clientelism) 的政治結構對貪腐影響(例如，王金壽, 2004; 吳親恩, 2008)，有從理性選擇的觀點探討代議制度的貪腐問題，Porta與Vannucci (1999, 2006)就認為基於理性選擇的假設，行政官員會運用政治權力將私人利益極大化，藉由理性分析代理的成本、貪污的風險與第三方介入後造成的損益，基於不同的理性考量，也造就各種的貪腐型態。亦有從歷史與政治權力的角度探討，認為貪污現象是歷史制度交互作用的結果，這種交互的複雜關係使不同的政治與社會制度產生「非預期」(unintended consequences)及「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效果(Pierson, 2000)，而其中又以理性選釋的制度途徑被運用的最為廣泛。

有別於新制度主義的分析觀點，Aguilera與Vadera(2008)從組織腐化發生的歷程進行剖析，他們藉由Weber的權威類型進行貪腐分析(Coleman, 2002; Cressey, 1953)，以「動機、機會及辯解」(opportunity-motivation-justiﬁcation model)的理論視角探討不同的權威類型的腐化歷程
。他認為在「合法性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組織當中，公務員經由公開甄選及專業認證的管道進入組織，也由於專業能力提供職員貪污的機會，這類的權威組織當中，公務員的貪污動機都較為個人傾向，不似「神權式」(Charismatic)及「傳統式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組織，以群體或關係導向為主。

Aguilera與Vadera認為在貪腐定型的過程，不同型態的政治體制，最後會分別再藉由理性化、社會化及「儀式化」(ritualism)的方式對貪污行為進行辯解，為貪污行為尋求合理化的藉口，使貪腐行為在組織中獲得合法的地位。Ashforth與Anand (2003)則認為在合法性權威體制發生貪污，貪污者常以行為不會造成任何害傷，或是並沒有違法等理由為行為開脫。例如神權式的體制用社會化的方式教育下屬，貪污行為是忠於組織的表現，是為團體生存的必要行為(Sykes & Matza, 1957)，而在傳統式的體制當中，則會設法將貪污行為合理化為，符合其他人期待或換做是別人也會這樣做等(Coleman, 2002)，終至發生「程序性」(procedural)、「普遍性」(schematic)及「範疇性」(categorical)貪污行為，Aguilera與Vadera認為貪腐行為雖有文化上的差異，不過在任何社會或文化結構當中，都可能透過不同型態的「動機、機會及辯解」途徑，將貪污行為合法化。因此，貪污行為之所以難以根除，可能是行為經過合理轉化的過程，使貪污者不受內在良知的束縛，將貪污行為視為正常的行為。由於該途徑從社會、文化及價值轉換的角度進行探討，有助於我們理解貪腐發生的歷程，跳脫以往的研究的困境，帶來貪污研究新的視野。雖然，這類研究目前僅止於概念的說明及理論的推導，尚未經過實際驗證，但已有不少學者開始關注貪污合理化的歷程問題(例如，Ashforth & Anand, 2003; Moore, 2008)。

不同於爛蘋果的觀點，持壞水桶途徑的學者強調，外在的宏觀環境是影響貪腐行為的重要管道，其中可能的影響因素有文化、政治結構、政治型態、現代化及歷史等因素。然而，這類的研究也開始關注社會、文化或價值轉換的歷程對貪污行為的影響，實際上，這些轉變的歷程就是一種心理歷程的展現，凸顯貪污者心理歷程研究的重要性。綜合上述觀點，可以得到相當一致的結論，儘管研究途徑不同，在貪污問題的探討上，可以得到類似的結果，亦即瞭解貪污行為者的心理歷程是瞭解貪污行為產生的關鍵所在。然而，受限於以往思維定勢(爛蘋果與壞水桶)使得研究者專注於尋找影響貪污行為的主因，而將貪污動態的發展過程圈在研究之外。
(二)認知失調與貪腐

道德認知失調的觀點與以往的研究方式有所不同，他們認為不道德或貪腐行為可能是來自於某些認知上的衝突，為了改善道德上的衝突所形成的內心壓力，而進行的認知調整。

1.認知失調

認知失調主要產生於個體同時出現兩種以上相互對立的認知，導致個體產生一種心理的衝突。Festinger(1957)認為個體在經歷到認知失調時，心中會有一種不快的緊張或壓力；這種壓力就會導致個體出現本能上的反應，如同在飢餓與口渴會有一股力量驅使生物去尋找食物與水一樣。當個體出現認知失調時，同樣的也會尋求解決方案來降低這種張力與壓力所帶來的不適。根據Festinger與Carlsmith (1959)的研究認為個體為了緩和這樣的心理衝突，促使個體放棄或改變其中的認知，去遷就另一認知，以恢復調和一致的狀態。Festinger與Carlsmith認為當個體內在認知出現新舊兩種不同的版本時，通常會採取兩種手段來解決這樣的心理困境，最直接的方式是否認新的認知，堅持原有的觀點；另一類是尋求更進一步資訊，以確認新的認知的可靠性，藉以取代舊認知。例如Tanzi (1998)認為當我發現「工作努力」，卻「收入卻不多」，此時個體需要設法解決這種認知上的不協調狀態。Harmon-Jones與Mills (1999)認為失調的情形受下列幾項因素影響:

(1).當認知間的差異性愈大時，連帶引發個體的壓力也就愈大。例如，「工作非常努力」與「入不敷出」，就比「工作努力」與「入收不多」來的令人難受。由於各種認知抗拒改變(resistance to chance)的程度不同，認知失調理論預測個體會傾向於改變最容易改變的認知，也就是抗拒改變最小的認知。例如，我們可能會開始相信，「其他人工作也很努力，但也收入不多」等。

(2).彼此間失調的認知的個數越多，所帶來的不悅程度也會越高。比如除上述的兩個認知外，再增加一個「其他人收入都很高」的認知，就會讓人更不舒服。反之，如果「其他人也都入不敷出」，則可以降低不舒服的感覺。換言之，當彼此間調和的認知數目增加時，不適的感覺也會下降。例如「額外的利益是個人辛苦換來的」，「茶水費算是政府對公務員薪水額外的補貼」，「單位的內規，不收好像自命清高」(Shleifer & Vishny, 1993)。在做法上，個體可能會以經意或不經意地忽視非調和的認知，而只注意到調和的認知的「選擇性暴露」(selective exposure)方式來避免認知失調，以化解貪污帶來內心的譴責與不安。

(3).個體賦予各個認知的重要性也會影響到認知失調張力的大小。例如，我雖然收入不多，但家妻子與兒女都知足常樂、安貧樂道，因此「收入不多」對我的「重要性」也會較低，進而降低失調所帶來的不適。因此第三種舒緩內心壓力的策略為設法更動各認知的相對「權重」。例如，民眾為了促使公務機制提供更便捷的服務，主動提供「走路工」，基於「使用者付費」，收點茶水費並不為過。公務員提供額外的服務，有助於提升行政效率，改進民眾對於政府的觀感，以此減低賄賂問題的「權重」。上述失調的形態通常不會單獨出現，而是幾種狀態的混合。

此外，Ashforth與Anand (2003)分析組織腐化的歷程時發現，貪污行為首先導因於個體認知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其中使用的策略有「法規」的不完善、「免其責任」(denial of responsibility)、「無害行為」(denial of injury)、「無被害者」(denial of victim)、「社會權重」(social weighting)、「表現忠誠」(appeal to higher loyalities)、「走路工」(metaphor of the ledger)、「焦點轉移」(refocusing attention)等八種調和認知失調的策略，讓貪污行為顯得合理。

2.認知失調與貪腐歷程

早期研究政治貪腐的學者研究認為，貪腐多數發生於經濟發展低落的社會(Tanzi, 1998)，一般公務員薪資並無法滿足生活需求，導致公務員必須依靠額外的收入才足以養家活口。不過心理學者楊國樞(1983)認為隨著社會發展，雖然公務員收入大為改善，得以滿足各項生活需求，但相對於社會一般民眾的生活狀況，就產生「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的心理，Tanzi (1998)在研究貪污與薪水關係時就發現，薪水高低並不必然導致貪污，而是低薪提供貪污合理化的藉口，當低薪資無法滿足生心理上的基本需求時，就會產生「奉公守法」與「養家活口」的認知衝突，促使貪污者產生貪腐行為是為了養家活口的心理，類似於這種新舊道德認知上的衝突，提供行為合理化的初步基礎。根據Moore (2008)與Cooper (2007)在分析貪污組織中的貪腐行為時發現，貪污者在初期往往會產生內在的主觀責任與外在服從長官的認知失調
，貪污者可能出現兩種選擇，其一，接受客觀上級交付的責任放棄主觀責任，其二，則退出組織另謀他職或仍在留下來但堅持自己的道德原則。然而，當個體企圖留在組織當中，就必須設法克服認知失調所產生的內心壓力，職是之故，受個體行為選擇的影響，個體僅能放棄主觀責任所造成的良知譴責，以營造適合工作環境的道德認知。
Anand、Ashforth與Joshi (2004)認為剛開始的調合行為會從衝突性較小的事件開始，再逐步擴大及加深轉變認知失調的範圍及強度，如例工作上的需求(Jones, 1991)、決策急迫性(Gioia, 1992)與情境的差異(Trevino, 1986)，迫使個人違反主觀責任從事不道德行為。Bandura (1986)認為剛開始僅能藉由調和策略，暫時性的免除因失調所產生的心理不適，不過Aguilera與Vadera(2008)認為這種暫時性的現象，很可能經由「動機、機會及辯解」歷程的影響，導致個體逐步的調整認知失調的深度，漸漸接受組織所賦予的客觀責任，放棄個人主觀責任，重建一套符合組織需求的道德認知，使個體不再因為貪污而失調，將貪污轉化為「常態」行為(normalized corruption, Ashforth & Anand, 2003)。

叄、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方式進行，主要針對違犯貪污治罪條例且判決確定之4位受刑人進行訪談，每次訪談1-2小時，每次訪談完畢立即進行資料分析，並做為下次訪談的依據，初期的訪談大綱主要依據理論的探討而來，例如:剛開始你會覺得做這些事情不好嗎?等。
一、研究方法

    基於以下三個原因，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第一，貪腐的心理研究是一個待開發的研究領域，有一些基本概念與關係需要釐清。第二，本研究關心的是貪腐行為者的內在心理歷程。第三，貪腐行為涉及個人隱私與社會禁忌。要達到這三個目的，都需進入行為者的內心世界及回顧以往的經驗，瞭解他們是如何來看待貪腐及認知上的改變。在此情況下，深度訪談是個較適切的研究策略。

二、研究對象與取樣過程

本研究是針對研究參與者私密的經驗描述及分析，由於貪污行為不僅無法為社會所接納，而且可能涉及刑責，難以透過管道接觸參與者，唯一可能的方式是針對法律判決確定的行為人進行談訪，因此，本研究透過與監獄合作的方式，尋求可能的訪談對象，由於訪談對象的獲取並不容易。所以，僅篩選出四位合適的受訪對象，致生取樣可能有所偏差，無法有效呈現貪腐行為者的心理多樣性。然而，為避免選樣造成偏誤及確保資料蒐集的客觀性，本研究遵循質性研究的一般方法與步驟(Denzin & Lincoln, 2005)，對4位違犯貪污治罪條例
(以A1~A4來代表)進行深度訪談。受訪者基本情況35-47歲，均為男性且受過專科以上教育，主要涉及之罪刑有公共工程弊案、利用職務詐欺、圖利及瀆職等案件。研究者依據研究內容編製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提問的參考，第二次訪談內容主要補充第一次忽略而未能深入詳談的問題，並在前一次訪談的主軸上繼續追問後續的問題，以深挖個體內在的心理歷程。因此，雖然第二次訪談的內容是延續第一次的問題，持續深入追蹤探索，並沒有嚴格按提綱進行，前後共進行二至三次訪談，執行時間從99年11月至100年3月。

訪談於該監獄的教悔室單獨進行，時間約一個半小時至二個小時，由於訪談內容涉及以往的心理狀況，需要一段時間的回想，為能於有限受訪時間內蒐集到豐富的資料，在第一次訪談實施前一週，研究者先將訪談大綱透過獄方轉交給受訪者過目，再根據訪談大綱的內容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目的在使訪談能夠讓受訪者暢所欲言，藉以探索受訪者在貪污行為進行的前中後的心理狀態。訪談過程全程錄音，再將與主題有關的內容繕打成文字稿，存入Nvino8質性研究軟體，以利後續檔案管理與分析，經由初步的整理與分析，再針對訪談不足處進行補訪。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探討

以下分別從三個方面說明研究結果，首先解釋為什麼貪污者為何會出現認知失調的現象，其次說明認知失調的手段，最後在說明貪污者的心理歷程。

  (一)認知失調與貪污者的動機

A4雖然認為貪污是不對的行為，但是他的行為並不是貪污，他是在幫助朋友，幫助單位解決問題。由於很多事情沒有辦法由正常的管道加以解決，或是由正常管道根本無法解決問題，免不了運用特殊的管道，A4認為今天你請別人幫你解決問題，明天你就得幫別人忙。站在A4的觀點而言，朋友之間互相幫忙理所當然，要不然別人下次就不再忙你。別人透過非常的手段為你解決問題，你給予他適度利益上的回報也是應該的。在A4的眼裏，於公他是在執行單位的任務，單位應該給予適當的報酬，於私他是在幫助朋友，人際之間相互幫助，本來就是人之常情，更何況別人先幫A4，而A4之所以要需要別人的幫忙，也都是因為執行公務上的需要，所以他認為給於對方適切的利益，並沒有所謂圖利廠商的問題，而他的行為也不是貪污。

我不是替我的行為辯解，貪污行為本身不好，誰不知道，但貪污是將公家的錢變為自己的錢，我的情形與別人不同，我也認為貪污的行為不對。但朋友之間情義相挺，社會上不管是工作還是任何地方，都需要別人的幫忙，那一件工作是可以一個人單獨完成的，像單位的環保問題居民抗議，他就要出面處理，而我們也需要他從中協調，當然也會找市議員及立委助理出面協調，而且黑白兩道你都要買帳，要不然下次你有問題，人家非但不幫你，而且還可能落井下石，這種事情是免不了的，正常管道根本無法解決(A4-071~A4-077)
。
在其他的訪談當中也發現類似的情形，例如A1認為每天面對繁忙的工作，「不僅連休息的時間沒有，有時連喝口水都會覺得是浪費時間」(A1-235)，他總覺得時間過的很快，不知不覺就到了下班時間，「有時候竟然忙到午飯都忘了吃」(A1-237)，更別說是停下來上個廁所或喝口水。A1每天所想的就是如何趕快把手邊的工作完成，他彷彿在跟時間賽跑，每天長官就是盯著他把東西完成。「當然更不用說有時因為時間太趕，沒有達到長官的標準而被k的滿頭包」(A1-337)。A1所關心的是如何完成任務，他根本沒有時間去思考其他的問題，因此，能夠幫助他完成任務才能吸引他的關注，其他問題根本引發不了他的興趣。甚至可以說A1跟本沒時間也沒能力再多做他想。在這種選擇暴露性作用之下，達成任務自然成為A1唯一所關注的焦點，在任務遂行的過程中是否違法是否涉及貪污，則不會進入他的視野當中，自然也不會對他的行為造成任何影響。

公務機關為了發揮總體效能，必須要能層層節制，如身之使臂，如臂之使指，尤其軍人更以服從為天職，服從不僅是軍隊的文化也是種職業道德，然而往往由於這樣的職業觀點，影響個體對貪污行為的道德判斷。例如，A3認為「長官將私人經費結報的工作交給他是對他的信任，從沒有考慮假結報的問題，」(A3-076~A3-077)雖然「事後回想起來真的很笨，長官要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心理只想如何達成長官交辦的任務，從未考慮過是否貪污違法」(A3-234~A3-235)，在A3的內心當中，服從是軍人至高無上的榮譽，「軍隊是戰爭的機器，為了因應瞬息萬變戰場狀況，軍人必須要無條件服從的命令，而長官也要為成敗負全責」(A3-311~A3-313)，他認為「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部屬有義務要服從長官，長官也要為所下達的命令，負起全部的負責」(A3-351~A3-352) 。在這樣的意識下，很容易讓他忽略自己所應付的責任，因此在工作的過程A3完全以長官的需求為使命，並不曾考慮行為是否涉及貪瀆及貪污的嚴重性。類似的情形也在A2身上發現，A2認為錢都是用在公務的用途上，沒有什麼貪不貪污的問題，A2認為他在單位服務期間經費上的使用，並沒有不合理，也不存在貪污的問題。A2認為預算的編列不可能完全符合實際上的需求，單位的主官總要因地因時制宜，不但避免惡性消化預算，還可以將經費的效用發揮到極致，雖然他沒有依照預算科子目使用經費，但這些錢最後還是用在公務之上。

並不存在合不合理的問題，他又沒有把錢放到自己的口袋，這些錢他都用在部屬的身上，單位工作那麼辛苦，又沒有提供適當的休閒，他將結報多餘的經費拿來聚餐提升單位的士氣，沒有什麼不對 (A2-107~A2-109) 。

將組織價值或其它特殊價值置於貪污的道德問題之上。雖然貪污犯均認為貪污行為不可取，也非常不認同貪污行為，但受其它如「相互幫助」(A1)、「服從上級」(A3)或「團隊榮譽」(A2)等價值影響，很容易使他們決策時忽略貪腐的問題，而將焦點轉移至上述議題。因此，就算貪污行為已經判決確定，受訪者仍然認為他們並不是貪污，而是為了達成任務、服從上級或團隊榮譽著想。雖然從事貪污行為不僅會受到社會的批判，還會受到良心的譴責，然而當貪污的認知與其它道德認知產生衝突時，貪污者很容易將焦點轉移至其它的認知身上。受訪者並非認為貪污行為不重要，而是在貪污者的眼裡「相互幫助」、「服從上級」或「團隊榮譽」才是他們想關心的議題。而這就是貪污問題之所以普遍被受訪者忽視的重要原因。當他們將關注的焦點鎖定在其它議題上，貪污的資訊就很難引發受訪者的注意，當道德議題被忽視之後，直接影響到個體的道德知覺能力，那麼內在的道德良知就不再對貪污行為產生任何的拘束力，進而做出不道德的貪污行為。因此，當A1將問題的焦點鎖定於互助或達成任務時，就不存在貪污對錯的問題，「朋友有困難我一定幫他，而且這些是我管的，我沒有理由不幫別人，就算以後我出去了還是會幫他們」(A1-097~A1-098)。在這個思維方式的引領下，糢糊貪污問題的嚴重性，同時為貪污行為提供了合理化的藉口。
從上述的訪談分析中，大概可以發現單位的特殊文化或職業價值及組織結構，阻礙良知對個體行為的監控，讓人不由自主的忽略了貪污問題。客觀來說，貪污行為的產生有時候並不完全是受訪者道德感較低，可能是受到資訊選擇性暴露或增加服從等道德規則的權重，造成個體無法進行正確的道德判斷，或是輕忽貪污問題的嚴重性，從訪談的例子當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雖然不認同貪污行為，但受認知失調資訊選擇暴露及變更權重的影響，使得個體篩選掉了或忽視部份資訊的重要，進而無法進行正確的判斷。總體來說，認知失調的確是影響貪污行為的重要心理機制，受訪者之所以認為他們的行為不是貪污，主要是受選擇暴露及變更權重等失調的心理認知所影響。

  (二)合理化的方式與策略

1. 權力私有

我的就是你的，那麼你的也應該是我的，這種公平對待的心態看似合理，但這樣的心理很可能導致公權力私有化，將公共權力據為己有，最終導致貪污。政府賦予行政人員公共權力，希望藉由權力公平的裁決創造群眾最大利益。因此，公務員權力的行使與裁決，必須站在超然公正的立場，以群眾祉福為設想，禁止以權謀私。然而，公務員權力私有化的現象，卻可能瓦解民主政治行政部門運作的機制。

在人類的生活中，「家」是一個非常私密的領域，如果連這麼私密的領域都可以開放，那麼公私之間的界限便可以被消除。A3認為單位是他第一個家，婚姻建立的血緣關係是第二個家，將部隊視為家的意識，顯示了A3對於工作及單位的重視已達不分彼此地步。然而這種將公務視為個人生活的一部份固然可貴，但卻混淆了公權力的分際。A3他自己的休假與陪家人的時間都投諸於工作當中，把工作當作志業，將單位視為自己的家，這種將工作視為家庭加以經營，工作即生活，工作也是他的全部，他將大部份的時間奉獻於工作，單位與個人之間榮辱與共，單位的成功標示著自己的成功，不分彼此。

本是我自己的時間，我理應休假陪他們，但由於公務在身我無法出席，而請單位的車輛接送這有什麼錯，我並不是公器私用，而是單位要我私器公用，我不得不獻身部隊，我挪用將照顧第二個家的時間來服務第一個家，難道第一個家不用對我投桃報李嗎 (A3-023~A3-027) ?
既然不分彼此，那麼自己的就是公家的，公家的就是自己的，只要公共的財物用於公務用途就不算違法，自己將個人的休閒與精力投諸於工作當中，那麼公共財物用於自己私領域，也就不為過；因為公私之間並沒有區別，公共財物用於私領域也等於用於公領域，公權力也等於私權力，因此無所謂公器私用。既然公家的「家」與血緣的家沒有區分，公共利益置於私人利益之下，即無所謂以權謀私，也就沒有貪不貪污的問題。而這樣公私不分的意識，也許剛開始是出自於對工作的熱情，但很容易受這股熱情的影響，沖昏了公私之間的分際，最終演變為以權謀私的貪污行為。
2.人情義理

人情是中國社會的無形資產，在傳統社會關係是種行事的潛在規則。工作的推行往往不是靠能力的高低，而是人際關係的好壞。既然人情關係是工作推行的必要條件，那麼個人就要設法「經營」人際關係，以備不時之需，而將公權力拿來當作人際財產，進行交換或販賣就成為理所當然。建構人際關係網絡是工作順利推展的重要條件，沒有交情一切就得按規定。在很多工作的場合中交情就好像通行證，有了這張通行證就可以隨意通行，沒有這張證件去哪都成問題。根據A2經驗表示，你想要按規定完成工作，那就有得等了，別人車子進廠當天就修好，你要等上十天半個月，可能還跟你說沒料要再等一等；車子無法出廠，單位車輛的派遣與調度就會出現問題，沒辦法完成任務。所以，你不得不按照他們的遊戲規則來走，否則A2沒辦法跟上面交代。

大家都嘛看交情，沒有交情是行不「通」的。…同樣是修車，別人為什麼要先修你的，如果大家平常有往來，不用你特別交待，他們一定會優先為你處理，能處理的就當場幫你完成，不能處理的一定設法在一定的時間內交車給你，甚至為你加班…，沒有交情一切都免談，他一下子跟你說沒料，一下子跟你說工作太多忙不過來，有很多修車專業的問題，他說什麼你也只能接受 (A2-039~A2-043) 。

因此，人情關係成為社會當中的行事規範，形成「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要找關係」特殊的行事模式，找關係意味著要藉由這層關係獲得特殊的「關照」，當然，為了建構人際關係網絡，將這種公權力的交換變為「給面子」、「買人情」的債權關係。藉由這種債權債務的交換，以協助公務的推行，魚幫水、水幫魚，今天你幫別人，別人哪天也得還你「人情債」，這種社會規範不僅有利於工作的推行，但卻為貪污開了個方便之門，一旦涉入這個權力遊戲當中就很難全身而退，必須不斷的透過這樣的權力交換處理公務(Smart, 1993) 。其次，人情關係這套模式鑲嵌在社會結構與文化之中，很難自身於事外，同時一旦你加入這個遊戲之後就很難脫身，否則很可能被視為「忘恩負義」，「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在這個權力交換遊戲中你要設法對別人「投桃報李」，在A2的經驗當中，「別人以前幫你，你現在就得幫別人，以前欠別人一分，現在就要還十分」，在這個權力交換的遊戲中，人情不僅是種資本財，它除了可以抵押、交換與儲存之外，還可以將這種債權關係讓渡，例如A3他表示就算沒有交情，別人也會透過其他的關係找你幫忙，不管是基於買人情或還人情，生存在這個社會之中很少能夠拒絕別人的人情要求。
有的人比較直接，透過關係或登門拜訪，例如他跟某某長官及你的同學都很熟，等方式套交情，有些人則是以低姿態的方式來找你，在你的能力範圍內你當然會設法幫忙他。你總會認為別人以前也幫過你，也許別人也有他的立場與困難，但最後他還是選擇幫你忙，在這個節骨眼，你正好有能力幫助他，想想他以前曾經幫過你，你幫忙他也是應該的，有些時候雖然會超過權力範圍內，也許有一天自己也會需要別人幫忙的時間，況且別人也會想這麼一點小忙也不幫，恐怕以後連朋友都做不成 (A2-128~A2-136) 。

人際資產不但是種無形的資產，它還可以對換成實質財貨，透過人際關係的交換，除了能獲得一般無形的人際資產外，也能轉變為實質財貨的交易，使得貪污藉由傳統關係文化取得合法的管道，讓貪污行為變成正常人際交往的形態。例如A3在外經商的朋友就是利用他業管相關採購業務，希望透過以前的交情得標。傳統社會人情義理的規範對，貪污很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圖利」或「包庇」在貪污者的眼裡反而是種中國傳統人情義理的表現。

3.責任轉嫁

錯不在己而在別人，將錯誤推給別人是最常見的脫罪行為。貪污者同樣存在著這樣的心理，他們認為自己違犯貪污罪情有可原，受訪者認為個人之所以違犯貪污行為，其實是由於服從長官的命令、同儕壓力所造成，或藉口「以前這樣也都可以」、「哪個人不是這樣做」，以解釋自身的行為。

透過民主機制選出立法部門，立法部門再透過科層組織層層節制，以確保民意的實踐，藉由層層的命令鏈做為實踐法律精神的具體手段，因此，公務員唯一執行的工作就是奉行長官的命令。A1表示，面對糢糊及原則性的採購規範，他唯一可以依循的是長官的具體命令，他認為法規不可能做到巨細彌遺，在公務員體系當中，長官遵從上級的指示辦事，而他依據長官的意圖辦事，每個人盡力做好份內的工作，任務就可以在此分工合作下順利完成。因此，他要做的就是對長官負責，盡力完成長官的指示，而長官對所下達的命令負責。

長官的命令就是法令，你有服從的義務，所以長官的命令就是法，所以沒有什麼合不合法的問題。長官下令，我只是執行長官的命令，長官下令，那長官要負責 (A1-145~A1-147)。

A4在處理單位廢棄物的過程中，私自將還沒有報廢的軍品交由廠商處理，他認為以前大家都也是這樣做，換成別人也會以同樣的方式處理。由於這樣的行為模式大家已經行之有年。A4認為你不這樣做，反而增加自己及單位工作上的困擾，沒多久又要再找廠商來清一次，倒不如做個順水人情，將東西一次清理完畢，也省的大家麻煩。這是廠裡大伙的行為模式，換作是別人也會同意這樣做。A4認為以前大家都這樣做，這意味著不只是他一個人如此，這是廠裡的行為的潛規則，他只是照章辦事，如果有錯，也是大家的錯或組織文化的問題，不是他個人的問題。
對，是我同意的沒有錯，我這樣做也不過份，廠裡面有多少東西是受人情所託的，有交情的就可以給多一點，哪個人不是這樣，如果你不這樣，別人會認為你有什麼了不起，你不給，他也可以找別人，反正也不是現在才這樣，也前就如此，大家也都習以為常，你不做人家會認為你很跩。…我這樣是盜賣軍品，那他們那些又算什麼 (A4-058~A4-060) 。

A3也有類似的情形，「以前人也一直如此，我不做也不代表我正直，反而別人會認為我不通情理。」(A3-1358~A3-136)或者有的受訪者將責任推給由於法令的不健全，造成作業的過程中不得不游走法令邊緣。例如A1如果依照法令規定根本無法如期的達成任務或滿足工作上的需求。就算是錯的行為，如果別人都在做或是以前人都如此，那麼錯的行為很容易被忽略或被容忍，因為別人都做我做了也就沒什麼大不了，又不只有我一個人錯，大家都錯，而且又不是我最先做，如果有錯大家都錯，錯誤的風險分散之後，個人就不用承擔過多的社會責難，面對社會或道德上的壓力自然大為降低。此外，有時候道德上的對錯並不容易分辨，可能是受事件本身的模稜兩可，也可能來自於組織的特殊職業規範，或法令本身的缺陷，因為依照法令規定，可能使作業變為更繁鎖或是浪費公共資源。當個體無法明確的辨別何者才是正確的行為，最常見的方式就是「從眾」。當愈多公務員加入貪污行列，「罪不則眾」的心理效應愈大，個人對於貪污行為的道德知覺性就愈低，也就是說當犯罪成本降低之後，公務員可能會更肆無忌憚進行貪污行為。
4.同工同酬

Tanzi (1998) 認為薪資低於生存水平是導致公務員產生貪腐的原因，楊國樞(1983)進一步的表示，現代社會的貪污行為則是由於公務員薪資相對低於一般民眾，造成相對剝奪感所致。換言之，除了實質薪資低於基本生活需外，相對剝奪感的出現也是導致公務員貪污的重要心理機制。如果進一步的深入理解可以發現，相對剝奪感是種主觀的感受，這種感受來自於自己與相對客體比較後產生的心理落差。因此，當個體感受到同工不同酬的心理差距，就可能引發內心的不平與壓力，進而設法從其它方面彌補，以減輕內心的不平。

A3認為一個人做兩個人的工作，不僅上班時間有做不完的事，常常還要犧牲自己的休閒時間，休假還要擔心被召回。照理來說工作量大或壓力大的工作，應該薪資要高於其他人，然而在公務體系當中，大家薪水是固定的，形成同工不同酬。雖然A3感到有些無奈，就算退伍也不知道退伍能做什麼，進退兩難，只好繼續從事這個工作。他自身覺得他工作量沒有比別人少，甚至比別人多，可是昇遷或獎勵老是沒有他。看到同學都陸續高陞，A3卻還在基層打滾，不知到會不會輪到他，也不知道可不可熬到領終身俸，再加以老婆也娶了，孩子也有了，再也不是一人飽全家飽，面對未來他有一股強烈的不確定感。

真的很辛苦，在單位中常常加班到深夜，累了就地而息，好一點有軍用的行軍床。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又馬上開始工作，日復一日沒天沒夜的工作，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好不容易休假又要擔心被召回，根本沒有家庭生活，一年到頭幾乎都在辦公室渡過。…前途在那裡也不知道，…人愈來愈少事情愈來愈多，總有做不完的事等著你。好一點的可以等到二十年吃終身俸，但是我們這些期別比較低的圖的是什麼，完全沒希望，看不到自己的未來。哪個人不是為了自己打算，誰會顧你，只有自己顧自己。別人辛苦工作可以昇遷，未來可以領得到終身俸。而我今天所要的，也是我自己辛苦換來的 (A3-208~A3-260) 。

A3他認為大家都是吃大鍋飯，薪水都一樣，但是有人可以吃的到終身俸，他能不能等到都有問題。他的工作量與壓力沒有比別人少，但未來卻可能無法享有同等的福利，也許別人未來還會繼續昇遷，每個月領的月退俸額度就更高。雖然比較組織中的薪資結構，或一般民眾的生活水平，並不會使A3產生薪資相對剝奪感，但昇遷與預期未來的福利落差，讓他的內心產生極度的不平。A3認為同工並沒有獲得同酬的對待，內心的不滿與壓力讓A3認為應該為自己的努力謀求合理的待遇，以解決認知失調所產生的壓力，因此當廠商送禮給A3，他認為這是他辛苦所得，並不是貪污。

(三)貪腐行為的合理化歷程

從上述解決認知失調的方法中發現，失調的個數不僅僅只是一種，可能混合多種不同失調造成，因此，解決認知失調的策略就不僅只是單一的方式，不過這些策略也可能隨著不同的階段，呈現出不同的風貌。以下就針對貪腐心理歷程的形成與轉折進行說明。
1.抗拒、警覺與掙扎

雖然經由上述四種方法，可以讓貪污者順利的轉移問題的焦點，脫離貪污對個體內在良知的束縛，但貪污畢竟是社會所不容許的行為，貪污者雖然可以藉由四種方法轉移認知的重心，合理化自己的貪污行為，但這些手段剛開始進行的並不順利。研究發現，受訪者剛開始其實都很難適應單位的文化，因此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對抗方式，有試圖改變、拒絕服從、退出組織及消極不合作等方式因應。但是他們最終都發現抗拒並不會帶來什麼改變，抗拒愈激烈反彈的力道愈大，不僅無法見容於組織，也無法被同儕所諒解。在A1的概念中，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道德不能有糢糊空間，也不能因為某種理由而混淆。所以剛開始他非常不能接受這樣的文化－為了團體的利益被迫說謊，被迫愉竊等。他曾經想要離開，雖然後來沒有走，但他又不敢公開的反抗，後來雖然試圖改變這些不合理的規範，可是他發現，當他與體制衝撞的結果，不但無助於現況的改善，反而被貼上特殊的標籤。A3也有同樣的經驗，「大家只會認為你這個人自私自利」(A3-288)，「不顧團體榮譽只算計個人得失」(A3-313)，不僅個人受到孤立甚至受處份，而別人也跟著你倒楣。

A2認為他雖然可以繼續對抗堅守自以為是的道德原則，但是很可能連累到別人，而且他的職場發展因此受影響。拒絕服從或堅持原則的代價就是如此，這對於個人來說形成非常大的反差，心理也會所有不平衡，迫使個體在行事的風格與作法上進行反思。尤其當A2面對他的部屬時，發現他這樣的行事風格也連累了部屬，反而形成個人內在的心理壓力，A2做法則比A1更激烈，他不在乎別人對他怎麼想，他選擇堅持自己的道德原則，雖然引發同儕的不滿，並處處找他麻煩，但他卻引以為傲，覺得他做到別人做不到的堅持，一般人往往在面對壓力或關切就退縮，而他認為只要是對的就要堅持，沒有理由妥協。由於凡事按規定行事，讓A2單位的管理步上正軌，雖然過程中讓他的上級長官承受了不小的壓力，但他覺得這樣更顯得他有「肩膀」，其次，A2認為他這樣做可以讓長官去「扮白臉」，而他很也樂意扮「黑臉」，不僅凸顯他個人的道德高尚，也可以讓長官「賣人情」如此一來也可以得到長官的肯定，A2自認為這樣肯做事不怕得罪人，年度考績一定不會差到那去，沒想到他除了比曾經犯錯被處份的人考績好一點外，可以算得上是單位倒數前幾名，這讓開始反思自己的堅持，甚至懷疑他自己才是錯的。

2.接受、認同與合理化

A1回想他初到這個團體，完全無法忍受單位似是而非的道德標準，由於在不斷的衝撞下無法得到善意的回應，最後他只好選擇獨善其身，後來他發現:

以前你做的好不好只要個人獨自承受，但現在不是。因為，你是個領導者，你好不好會影響單位的表現。…如果你是黑五類，長官也會將你領導的單位一視同仁，你是紅五類，單位也跟著有士氣。長期也處於士氣低落的狀態，更讓我無法進行領導，這些事情我想是促使我改變我的想法，接納軍隊文化的關鍵所在吧 (A1-073~A1-079) ！

以前可以一人做事一人當，成敗由個人自己承受，現在可不一樣「如果我堅持理想與原則，往往跟隨我的官兵得不到任何好處」(A1-071)。A1發現他如果繼續這樣做會連累其他的同仁與部屬，而且也無法進行有效的領導，這點不僅讓他很挫折，也感到迷惘。A1認為他可以不在意別人怎麼看他，但是他卻不應該因為自己的堅持而連累部屬，相較於部屬的權益，自己的原則顯得無足輕重，如果他還是堅持走自己的路，別人會認為他只顧自己的聲譽，而不管團體的利益。在此等道德兩難的情境下，A1開始有限度的接受某些原則上的妥協，只要不背離自己的原則太遠，他就會試圖去努力完成上級所交辦的工作事項，以維護其他人的利益。也因此，A1開始獲得長官的讚許，或許這不是A1的本意，可是A1的確體悟到以前工作態度與現在長官對他的反差，同時也認識到長官有長官的難處，他開始同理以前所無法理解的事，例如為了達任務可以不擇手段，漸漸的，他逐步放棄以往道德上的堅持，認同任務導向的道德規範。

其他受訪者在貪瀆的心理轉變有不少相似之處。如果不考慮工作性質的差異，其他人與A1的發展過程大同小異，都是先由認知失調嚴重性較低的議題開始，剛開始大家對於貪污問題的警覺性都非常高，後來逐漸從某些看似不重要或道德兩難的問題開始發展，產生一定的認同感，之後認知的焦點都自然投諸於任務導向上，使得貪污的道德約束力逐漸下降。換言之，當貪污的認知經由上述過程，不再進入個體思考當中，那麼貪污的內在約束力就可能隨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對其它議題的重視，進而使得貪污者將問題的思考焦點鎖定在其它議題的回應上，以解除其它道德認知失調所產生的內在壓力，使得貪污行為在行使上變為更容易。

肆、結論與反省

首先，比較以往從道德視角進行的貪污研究，總將貪污行為歸結於貪污者的品性低落，忽略認知失調對道德知覺的干擾。本研究發現個體之所以會從事貪污行為，主要受之於認知失調的干擾，以致於降低個體對道德的知覺能力，而將行為決策的焦點轉於另外的問題上，使個體良知失去對貪污行為的監控能力。換言之，當個體道德知覺受到忽略或干擾，內在良知就失去對個體的監控，因此，貪污行為並不是完全導因於個體品性低落，而是受到外在環境或特殊價值的影響，使個體品性無法發揮約束的作用所致。關於這點，Moore (2008)也從「道德疏離」 (moral disengagement) 觀點推導出這樣的假設，本研究則進一步的加以證實。
其次，從理論檢視中發現，個體面對認知失調大略可以區分成，改變行為與想法兩種不同的調節模式，根據以往的研究，最常見的舒壓模式是改變自己的想法，其次是改變自己的行為。一般認為由於行為的結果較難改變，因此改變自己的想法以迎合現況，相較於改變行為來的容易。但本研究分析貪污者減緩認知失調最常用的方式，卻是改變行為方式，這可能是由於貪腐行為本身的隱密性，不易改發現，因此，改變行為從事貪污，以調合內在不滿與壓力，反而較改變想法來的容易與有效，因此導致貪污者傾向於選擇改變行為，而非一般解決認知失調的改變想法。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有些人會改變行為選擇貪污，而有些人則選擇改變想法以解決認知失調，這會不會是影響貪與不貪的重要關鍵。然而，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貪污者的心理歷程，以貪污判決確定者為研究對象，研究過程中亦未納入有類經驗但並未從事貪污者進行訪談。因此無從解答這一問題。但是就本研究觀察，大部份的人大概只會發展到貪污心理歷程的初級階段，後續的階段可能受到內外的道德良知與其它外在的監督機制影響，而造成個體有限度的接受程度較輕的瀆職行為，對於嚴重的貪污恐怕還是無法接受，可惜本研究對象都是遭貪污判決確定者，這些極端的個案雖然有助於瞭解整個貪污者的心理歷程，但卻無法比較那些奉公守法的公務員，在面對同樣的組織規範或社會情境，內在的心理狀況是不是具有較強烈的道德意識，使他們選擇不同處理認知失調的方法，值得後續研究者再持續深入探討。

最後，受到研究環境的限制，本研究僅能於監所的教悔室內進行，雖然是單獨進行，但晤談人員、時間與地點均需透過監所安排，是否篩選掉特定對象，並不得而知。其次，由於受訪者於監所表現將影響未來假釋與否，會不會因此而造成受訪者有所顧忌。同時受制於個人隱私等研究倫理，研究者很難再進一步取得相關資料進行分析。為克服上述因素可能對研究造成的威脅，研究者試者透過訪談技巧，經過多次返覆追問的過程，仍可追問到非常多有價值的訪談內容，但涉及案情細節及內容時，通常受訪者不太願意表明，當然這也是從事類似研究最感到困難之處，不過就本研究主題而言，這樣的訪談成果已提供相豐富的資訊，同時也解決以往研究方式及理論所未能觸及的問題。因此，該研究方式仍舊不失為分析貪污行為的最佳途徑，唯建議往後在研究對象上可尋求假釋或服滿出獄者進行訪談，將能有效克服上述的研究限制，為貪污行為研究提供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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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sychodynamic process of corrupt behavior
ABSTRACT

    Corruption is very common from old days to nowaday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s damage to society and country is countl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the issue of corruption is getting a lot more attention and every country is dedicated to anti-corruption. Therefore, our government set up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thics which deals with corruption. However, few researches study the issue of corruption. The reasons are that political science studying the behavior of corruption focuses more on a system of broad view and structure analysis. On the other hand, few researches probe into corruption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course of someone who is corrupted. 

   This research studies corruption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interviews the psychology course of someone convicted of corrup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meone who is convicted of corruption showed the condition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at the initial stage. In order to mitigate the psychology pressure of dissonance, someone who is convicted of corruption tried to adjust his/her thoughts in order to mitigate the pressure of corruption behavior, which was regarded by individual as a rational cognition towards corruption.
Keywords: corruption、Cognitive Dissonance、Psychodynamic process

� 根據余致力、胡騰龍(2008)長期觀察台灣的貪腐問題，台灣2008年CPI指數為歷年排名最差的一次(第39名)，雖然這樣的解讀忽略CPI指數已有原來1995年的42國(當時台灣為25名)擴展為180國，不過與2007年第34名相比，一年內差距之大也是不爭的事實(掉了5名，最新的數據為2009年排名第37)，凸顯貪腐問題對台灣民主深化的威脅(余致力、胡騰龍, 2008) 。


� 根據胡佳吟(2005)統計國內貪污犯罪原因分析，承認貪污行為是由於個人貪念的有27員，而認為自己疏忽或大意者有59員，在235人次的分析當中分別占11.5%及25.1%，合計36.6%，若扣除自己疏忽或大意者，大約只有一成的貪污犯承認自己的過錯。


� 個體在不同時期經由學習、經驗或意識等會形成一個認識現實世界的基本架構，並以此來認識外在現象，或理解外界事物。而角本基模即為當我們做一件事或扮演一個角色，都會出現扮演這個角色或如何完成這件事的刻板印象，並以此做為行事的規則。


� Ashforth與Anand (2003)是最早將這個方法運用於政治貪腐的研究當中，不過追溯其源頭主要引用社會心理學者Cressey(1953)及犯罪心理學者Coleman(2002)的觀點。國內學者彭立忠與張裕衢(2007)的「機會、動機與風險」分析模式，雖然未言明分析架構的出處，但顯然受此觀點影響，顯見貪污行為的研究其實大多脫離不了人性與心理的範疇。


� Cooper(2007)藉由(Mosher, 1968)的主觀責任與客觀責任等概念，探討個體受新舊道德認知所產生的失調。所謂主觀責任係指個體受自己的內在信仰與感情影響所產生的責任，而客觀責任主要係指職業或職務所賦予的角色期待，前者多來自於家庭與學校，所以是屬於原生社會的道德認知，後者受之於職場社會化的影響，通當這兩種新舊不同的道德認知上的衝突常造成行政人員道德認知失調。(Cooper, 2007, p. 93) 


� 主要指違反民國八十八年製訂之陸海空軍刑法第二十八至三十一條、第三十七條至第四十五條等。


� A4-071為訪談稿之出處，A4為訪談者編號，「-」之後的數字為訪談稿之行數，例如071即為第71行，因此A4-071~A4-077為A4訪談稿中第71行至第77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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